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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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摘　要：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和柜头，是条鞭法推行后税银官收“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

和实际操控者。 头役从最初的看柜收银到拥有催科、倾锭、解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功能不断拓展，几乎覆盖了税银

“官收官解”的整个流程，头役也成为赋役领域官民之间的代理人。 头役佥派之制施行之初，有效地减轻了粮长里

甲侵吞之弊，然法久弊生，头役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均产生了消极影响。 佥派头役收掌税银之法，也是赋役制度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不断调适的结果，从明代源于民间的歇家包揽钱粮，到清代出自官府的书差包征田赋，明后期的

佥派头役正处于过渡环节，是官府借民间力量对社会控制的方式之一。 在基层社会各项赋役征派的实际运作中，
头役发挥着不容忽视的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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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赋役制度研究是经济史研究的重要内容，近年

来，明清田赋征收研究越来越精细化，仅征收环节的

研究就成果丰富。 如胡铁球认为，明代由民间自发

产生的歇家，从仅为纳户提供简单服务发展为包收、
代办等全方位的包揽，取代粮长职能，代替纳户向官

府交纳钱粮［１］ ；周健认为，清中后期普遍存在着由

官府柜书、里书和粮差负责下乡征收的“书差包征

田赋”现象［２］３７１。 无论“歇家”抑或“书差”，都是明

清时期官府借以管理、甚至控制社会的中间组织，是
州县田赋征收流程的重要环节。 实际上，在明清之

际赋役征收由“歇家揽纳钱粮”到“书差包征税银”
的变化中，还存在一类群体，就是州县田赋征收中的

“头役”，即收头与柜头。 迨至嘉靖后“一条鞭法”推
行，收头和柜头逐渐成为州县田赋征收中的重要参

与者和实际操控者，其职能不断拓展。 头役职能的

逐渐复杂导致其权责渐大，其中不法之辈损公肥私，
在基层州县遂成大害。 那么，头役是如何佥派的，其

职能有何变化，对国家和社会又有何影响？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与嘉、隆

时期“一条鞭法”的实施关系密切。 为了解决奸胥、
粮里的侵欺现象，条鞭法行后各地陆续实行了“自
封投柜”之法，即由粮户将该纳银钱自行封装，于纸

包上书写里甲姓名银数，然后投入银柜，不再由里甲

经手。 民户自行输纳于官，称为“官收”。 税银从民

收到官收，实际上是明廷为简化征收流程、减少粮里

胥吏侵欺、维持赋税定额做出的税收制度改革。 作

为田赋官收制度的中间环节，头役与官、民双方均有

密切联系。 头役的职能从简单的监督投柜、验收银

两发展为拥有包征包赔①的复杂功能，其中反映的

是明代州县田赋征收在官员懒政、胥吏侵欺的背景

下，由代理人逐步掌控实际征收流程的变化过程。
头役在前人的研究中屡有提及，梁方仲、唐文基

在其专著中均提到了头役的功能，刘志伟认为因头

役差等甚重，在“朋充”之法中正户（即头役）和贴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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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矛盾到明中叶越来越普遍［３］ ，侯鹏亦简要辨析过

收头的性质［４］２０９，然他们均一笔带过。 本文通过对

明中后期赋役征收中的头役的产生及其职能进行勾

稽，尝试分析“佥派头役收掌税银”的田赋征收模式

在州县田赋征收中的作用与利弊关系，理清官府通

过中间组织不断加强乡村控制的过渡方式与内在逻

辑，进而揭示明代乃至清代赋役征收机制的沿革与

流变特点。

一、头役的产生

１．头役的身份

“头役”是明代某项差役管领者所充之役的泛

称，唐文基称头役是各类“重差”中某项差役实际上

的负责人［５］ 。 洪武年间（１３６８—１３９８ 年）头役之名

已存在②，其涵盖范围甚广，如征收钱粮有 “收

头”③，解运钱粮有“解头”，收银守柜有“柜头”，催
征钱粮有“催头”，驿传充役有“马头”，经管匠班有

“匠头”，甚至于社头、户头、保头等，均称之为“头
役”。 这些种类众多的头役，原则上均应由具有一

定经济力量的“大户”④充当，然而在实际派役时却

并非如此。 到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 “头

役”，主要是指收头和柜头，收头是田赋收掌者，柜
头是守柜收银者，二者功能时相混淆，即常以收头行

柜头之事。 赵南星记：“条鞭者，总订各项之数而征

收之”，“而乃改大户曰柜头、曰收头，投柜于州县大

门之内，使民自纳银而柜头主之” ［６］ 。 这类头役是

本文的主要研究对象。 关于“收头”的性质，胡铁球

据光绪《嘉兴县志》 之记载，认为收头是一种 “空

役”⑤。 侯鹏则认为“收头”和“解户”类似，是随着

丁田银之征而出现的一类负责收解的人役［４］２０９。
收头是各类赋税物料征收中的实际收掌者，明中后

期州县征收田赋时佥派收头相当普遍，如崇祯五年

（１６３２ 年）巡按河南监察御史李日宣称河南“各属征

收钱粮，从未有不用收头者” ［７］５２７。
头役与粮长、歇家颇有渊源。 头役是在大户粮

长中拣选佥派“有力者”，与粮长既联系密切又大不

相同。 首先，粮长和头役都是田赋征收环节的“中
间人”，但粮长是“民收民解”中的重要环节，头役则

在“官收官解”中发挥作用。 其次，头役是从粮长中

选人充当，在征收环节中要比粮长高一层级，“粮长

收人户折银，收头又总收粮长折银” ［８］３０９，此时的

田赋交纳流程为“纳户→里甲或粮长→收头”。 最

后，头役之役等要重于粮长，其劳役亦苦于粮长，如

万历时苏州府嘉定县收头津贴役米 １８ 石，粮长则为

１０ 石［９］７６５。
粮长制度衰落后，歇家以一种包揽钱粮的中间

者身份出现，参与到州县钱粮征收中来，因此头役与

歇家既有关联，又不能混为一谈。 胡铁球指出歇家

通过直接包当粮长或充当粮长的保户两种方式来取

代粮长收兑漕粮的职能［１］２８７，如苏州府吴县有“三
十七区粮长歇家” ［１０］２８８的记载，即歇家冒充粮长之

役来实现包揽。 但这里的歇家仍在粮长收纳粮银的

环节，未到田赋征收中“自封投柜”时头役收掌税银

的环节。 虽时有歇家冒充头役包揽钱粮之事，如
“两浙钱粮最多，饭家积蠹包揽，其弊有二：一曰包

里长，一曰包柜头” ［１１］ ，但歇家和头役的性质有明

显区别，二者一主动，一被动，一出于私，一源于官。
歇家主动冒充头役，是为了包揽钱粮而谋私，而头役

佥派则是正项差役，官府不仅佥派大户，亦佥派贫民

小户充之，并不全为歇家所包揽。 易言之，歇家是包

揽田赋的中介模式［１］３，头役则是民众被动充当的

差役。
２．头役的佥派

收头、柜头的功能相近，常以同一差役形式出

现，是钱粮官收时纳户“自封投柜”过程中负责监督

投柜、验收银两者，“收头一役止名守柜，在旁司登

记而已” ［７］５２８。 因其收掌称之“收头”，又因其守柜

收银而称之“柜头”。 侯鹏亦认为在州县柜收粮银

时，收头有时又以“柜头” “看柜” “柜长”等名目出

现［４］２１０。 头役一般是粮长“佥有力之家充之” ［１２］ ，
如苏州府嘉定县“所谓收头者，简税长之有力者充

之” ［９］７３３，绍兴府余姚县“于该年内择其田、粮俱

多，家道殷富者” ［１３］６２１佥为柜头，在山东是“柜头

易名，犹大户也” ［１４］４１４。 当然，也有不是以粮长充

任的，如四川洪雅县的收头是“令里长排年呈报”，
后又改为“十甲粮户轮当” ［１５］ 。 这是因明代的粮长

设置是根据各地实际情况而定，并非普遍设立。 大

致人口赋税众多的繁剧之邑，非设粮长不可；而人口

稀薄、赋税寡少的地方，则无设立的必要［１６］３１８。 因

洪雅县并无粮长，故以里长和粮户佥充头役。
头役佥派的具体标准，一般由粮长大户的田粮

数额决定，“田多者当大差，如柜头之类” ［１７］１９４。
随着粮长制度的衰落，头役佥派所依据的田亩数额

标准也越来越低。 万历年间（１５７３—１６２０ 年），南直

隶应天府民户“有田百亩者佥点收头” ［１８］２３４，到崇

祯年间（１６２８—１６４４ 年），太仓州收头开始佥派小

户，“民田十亩以上者皆不免” ［１９］１７４。 头役佥派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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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户到小户的变化，导致官府勒令头役包赔，便出现

了“头役之累”现象。
各县佥派头役的数量，由该县征收粮银多寡、征

收任务轻重决定。 如万历时，松江府青浦县、绍兴府

余姚县均佥派柜头 ４ 人⑥，苏州府吴县、淮安府宿迁

县有柜头 ６ 人⑦，山西部分州县各设置收头房 ８
间⑧，应天府句容县原有收头 １７ 名，后改为 ８ 名⑨。
在田赋征收中，头役如不能按时完成额定征银数，则
有包赔之责，所以州县官员胥吏若想贪墨苛敛，则会

多佥派收头，“收头数多，便于科敛” ［２０］ 。 像余姚县

虽额定柜头 ４ 人，实际并非如此，“凡遇比并钱粮，
必有收头数十人” ［１３］６１５，北直隶开州、满城等县

“岁用收银柜头，历分四季，人用三四百名” ［２１］５１１。
吕坤称州县佥派大户为头役时“听民攀禀，多坐收

头”，以至“大户几于半县” ［２２］３３４。 明后期的佥派

头役现象相当普遍，毕自严就说：“自来征收，未有

无见年、无收头者。” ［７］５２８因此头役的队伍是相当

庞大的。
３．头役的工食

头役因是佥派的正项差役，按规定可获得官方

贴补的工食银，“于吏农中择其至诚者，日轮一人承

直，或量给工食” ［７］５２８。 头役的工食，有支米和支

银两种，如万历时苏州府嘉定县收头“津米一十八

石” ［９］７６５，青州府安丘县则“新添收头六名，每名银

十二两” ［２３］ ，应天府佥派收头每名每年“其费六七

金” ［１８］２３４。 无论支米或支银，头役的工食贴补均十

分微薄，吕坤称“收头之工食颇少，人人称累” ［２４］ 。
明代凡较重差役均议帮贴，头役亦不例外，山东户役

编佥时，“各佥上八则人一户，谓之头役，而以九则

花户贴之” ［２５］３６，“审有力一人佥充头役，而以花户

贴之” ［１４］３９３。 吴县“守柜六名，官给工食不敷，另
议私贴” ［８］３００。 头役虽工食短少，却可谋取帮贴，
又能以权谋私，因此谋充者亦不在少数。 隆庆元年

（１５６７ 年），余姚县“佥审收头，则人人窥伺，有利者

百计谋收，有害者千方规避，公庭之请托无休，吏胥

之贿赂杂进” ［１３］６１５。 这为收头、柜头队伍的无赖化

和肆意侵吞埋下了祸根。

二、头役的职能

明中后期国家正赋由“民收民解”向“官收官

解”的转变，是一条鞭法改革中的重要变化，头役几

乎参与了税银“官收官解”的全过程，从监督投柜、
秤收银两、登记簿籍、倾熔成锭、税银解运等各个环

节，均有头役的身影。 明代州县正堂官员多不谙钱

粮之事，而由精熟此道的书吏和头役把持包揽，“钱
粮出入皆吏书、收头之手，官无红簿，民无徭帖，不知

派纳几何” ［７］７１１，他们成为州县田赋征收的实际操

控者。 国家要保证“惟正之供”按原额收纳，就必须

倚靠头役，头役的重要地位便不言而喻。 头役职能

也随之不断扩张，其由最初仅具有监督投柜、验收银

两的基本职能，到多方负责、包征包赔的附加职能，
这样的变化，既加重了头役的权责，也为“头役之

害”埋下了伏笔。
１．看柜收银

头役在官收官解、自封投柜的过程中负责收掌

田赋，具体而言，其职能是监督投柜和验收银两。 据

《国朝献征录》载，“自封投柜”之法自嘉靖中期即已

在部分州县实行，各地税粮征解中有“总立柜头，各
户自投纳者” ［２６］ ，即是此法。 梁方仲指出，“自封投

柜”之法设立是为了减轻胥吏或里甲人等的需索挪

移、多加火耗及换封抵假之弊［１６］５４，“自封投柜”之
法是明代官收税银的具体方式之一。 条鞭法行后，
民间 税 粮 “ 本 色 照 旧 上 仓 收 贮， 折 色 投 柜 上

纳” ［２７］４３４３。 具体流程是由纳户将该纳的折色税银

自行封装在纸袋内，于纳税之日将纸袋亲手投入用

于收银的“银柜”中，不许胥吏和粮长经手，以杜绝

其侵欺。 以绍兴府余姚县“自封投柜”的具体流程

为例：
　 　 收纳之法，预先查照由帖，造收纳文册一

本，用印钤盖。 置立大木柜一个，上开一孔，可

入而不可出者。 仍酌量县分大小、都图多寡，县
小者止一簿一柜，大者作二簿二柜，或三四随宜

曲处。 每柜即选择实历吏中之勤慎者一名，粮

长中之殷实者一名，相兼经收。 每次印给收票

一百张，私记小木印一个。 本柜立于县堂上，听
令各该里递带领纳户亲赴交纳。 先是吏与粮长

公同查对簿内及由帖纳户本名下，丁粮及折银

数目实该若干，相同无差。 随即验银足色，兑银

足数，眼同包封，上写某里某甲纳户某人银若

干。 仍着纳户将簿内本名丁填写某月某日交纳

足数讫，下注花字为照。 吏同粮长将纳完银数

填入收票内，某月某日吏某人粮长某人公同验

纳讫，亦注花字为照。 银令纳户自行投入柜中，
并不许吏与粮长经手。 如有加收重称、刁难勒

索者，许实时禀告究治。 每十日掌印官同管粮

官及经收吏役、粮长开柜清查一次，照簿对封，
照封验银。 如果无差，总算该银若干，拆放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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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 每百两权作一封，暂寄官库，以待临解倾

锭，另贮一匣。 另置印簿一扇，登记每次清查银

数。 又行另选吏一名、粮长一名，如前经收，十

日清查。［１３］６１６－６１７

梁方仲先生指出，余姚等县关于征收及解运税

粮的 规 定， 可 以 作 为 一 般 州 县 收 解 手 续 的 说

明［１６］５７。 在此过程中收头或柜头负责“看柜”，即
监督纳户投银入柜。

“银柜”是一种收纳银两的大木柜，其样式大略

如下：
　 　 一柜底钉铁圈一个，牢系长细索一根，将索

头从柜面眼口度出柜面，眼口又将一小木梆横

安塞住，可翻可滚，翻梆肚在上则银纳肚中，一

翻一滚银封即翻在梆下，不复能取出，封渐多自

然挤到底矣。 柜面眼口大约横二寸长三寸，夜

间用铁转皮盖锁，仍固封至柜侧开口处，常常固

封，拆封方启。［２８］５６６

可见，银柜的设计原则是要使银封“可入而不

可出”，只要坚固结实即可。 纳户自封投柜时，为防

止混乱，常在银柜之上系一长绳，将银封依次穿在绳

上，纳户便根据银封顺序依次投柜。 如河南州县

“花户自行投柜，柜内引一绳出口，各户穿封鱼贯以

入，有低短则查出重惩，人无敢犯” ［７］５２８。 银柜的

编号，多用一些吉祥简朴、通俗易懂的词字，如松江

府青浦县有“丰、亨、豫、大”四银柜［２９］１０２３，华亭县

则用“仁、义、礼、智、信”五字命名五号银柜［１４］７４１。
纳户交纳税银时，头役负责监督投柜、验收银

两。 粮户自封投柜时，先由官府发给头役印信流水

簿一本、完纳票据若干、银封若干，票据和银封一一

对应编号，以免混乱。 收银时，纳户自行交兑足色足

数的银两，头役按照每名纳户应交纳银数，不拘多

寡，收验完毕后，亲眼看纳户将银两装入官方付给的

银封内，然后令纳户依照银封之上的号数依次亲笔

登记在印信流水簿上。 如银封上编号是“天”字几

号，即令纳户在登记簿上书写“天字几号，某都某里

某人纳银若干，足色足数”的字样。 头役即发给纳

户已经钤印的“官票”收执以为存照。 每晚头役均

要查验印信流水簿，与银封的号数一一对应，总计若

干封，共银若干两，亲笔填注。 然后将零散银封合并

作一大封，并亲手于其上画押，贮于官库内［１３］６２１。
这就是收银头役的具体职责。

头役在“自封投柜”过程中的主要职能是验收

银两是否足色、足数。 在检验“足数”方面，江南部

分州县“柜头之役，止令之秤收粮银” ［１０］４０７，即头

役仅有银两称重之责。 我们注意到，也有一些州县

不许头役把持秤收，以防作弊。 如山东州县“粮银

上柜征收，但佥一柜头守之，止知投入，不晓锱两，无
从侵牟，亦免贴补” ［２５］３６；应天府句容县的收银柜

头“止登数目，事完即听回家” ［３０］ ；河南州县“收头

一役止名守柜，在旁司登记而已”，“守柜任登注不

任秤兑” ［７］５２８－５３０。 在检验“足色”方面，头役负责

“简验银色，登记赤历；其秤兑包封，听花户自投柜

内” ［３１］２４７。 万历年间，吕坤鉴于山东州县征收税银

时银匠趁辨验银色之机偷掺作弊，于是令“今后止

凭收头认识，不许另添银匠” ［２２］３３７，说明头役大多

具备检验银色的本领。 河南、山东等处征收田赋时，
“每柜止头役一二人，第令看验银钱，听花户自

纳” ［２１］５１２； 河 南 州 县 “ 催 粮 收 头 只 管 见 色 注

数” ［７］５２８。 头役监督投柜、验看银两，一定程度上

减缓胥吏粮里的侵渔，保证国家正赋的足额征收。
然而各州县虽有种种规定，却无法有效防止头

役侵欺作弊，其原因在于田赋征收时事务繁多，官员

懒于管理，胥吏疲于应付，于是将一些事务交给头役

负责，于是头役有了收掌税银之外的其他附加职能。
２．附加职能

明中后期赋役繁重，逋赋数额巨大，保障钱粮足

额征收成为州县官员的第一要务。 此时粮里制度渐

衰，胥吏差役肆意欺侵，二者皆不堪用。 而头役则凭

借对钱粮征收流程和账簿细目的熟悉，逐渐成为税

银官收官解中的主要执行人和实际操控者。 在看柜

收银之外，头役还参与到催科比限、包征包赔、倾销

银锭、兼任库役、解运粮银、科派公费等众多州县事

务。 这些职能原本并非头役所有，但田赋征收事务

繁多，科举出身的州县正堂又大多不谙钱粮之事，为
求方便而赋予头役诸多权责，致其职能渐趋扩大。
因此而形成的包揽局面也成为“头役之害”的渊薮。

其一，催科包赔。 串乡催征田赋本是胥吏、粮里

的职责，但由于头役掌管钱粮册籍，熟悉其辖区内各

粮户是否完欠钱粮的具体情况，所以时常被派以催

科之责。 陕西陇州“每里原设收头，与皮鞭一条下

乡打粮，民畏威完纳” ［３２］ 。 隆庆时，绍兴府余姚县

“凡遇比并钱粮，必有收头数十人各执一簿，虎视于

邑堂，而每里长一人，皆俯伏于下，一一登答，竟数十

人而后已” ［１３］６１５。 为了维持田赋的足额征收，当纳

户拖欠、钱粮紧急、官吏贪墨时，官府常令头役赔垫

所欠银额。 顾炎武称，四乡纳户“人数众多，住居窎

远”，而其所纳银数“又或不满锱铢”，以至于头役

“不能遍讨，甘于包赔者有之” ［１４］３９３。 万历年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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吕坤称“值钱粮紧急，令各里催头先赔，或令坐柜收

头预支。 催头、收头未必家有钱银，畏法典卖揭借，
及事完之日历开欠户，又不肯追，往往催头、收头坐

此倾家” ［２２］３３５。 天启末年，河南鄢陵县连绵阴雨导

致税粮浥烂，头役包赔“每人派至九十余两，合二十

六保计之，共派九千余金矣” ［３３］ 。 汝宁府光州息县

书吏拆封盗银，知县杨同春不能觉察，“反累收头刘

崇让等虚赔” ［１８］２９０。 四川丹稜县知县叶日新“到
任取库银五百两填还京债，锁拿收头王中秉等，无端

夹打，逼令代赔” ［３４］１１３。 成都府郫县在征收税银

时，知县林必成纵容其子“临柜抽去数封，或三五

两，或十余两” ［３４］６２，众收头忍气赔偿。 夔州府通

判李心得“署达州征收钱粮，每两加二，拆封时每百

两先兑去羡银二十两，方才会封，如少，收头赔

补” ［３４］２７７。 潼川州盐亭县知县区缙“征收大粮，条
银重取火耗，每银一两外加一钱，折封之时先取几锭

入拜厢内，方才秤兑，正数短少不管，责令收头赔

补” ［３４］３９８。 这些官员或强取，或巧索，百计贪贿，却
逼令头役代为赔补。 头役因熟谙钱粮簿册之故，同
时具备催科之威和包赔之苦，逐渐取代胥吏粮里的

部分职能，成为州县田赋征收中的主要执行人。
其二，倾锭解运。 州县征收的散碎银两需倾销

成锭方能解运。 因头役负责验看银色，从而衍生出

倾销银锭之责，而实际操作中一般由其雇佣银匠完

成。 吕坤称州县各柜收银有至 ５００ 两以上者，“收
头禀官，自唤银匠倾销”，每锭银必须达到重 ５０．２ 两

的标准，不许零星添搭，银锭白面细纹，不许焦心黑

色，银锭上要“凿造收头银匠姓名两数”，便于日后

查验［２２］３３８。 可见，收头和银匠是倾销银锭的第一

责任人。 万历时山西各州县“二门外俱设有收头房

八间， 昼 则 收 银， 夜 则 收 柜， 次 日 即 令 自 倾 成

锭” ［２７］１０８９１；江南州县税银“俱柜头自收、自倾、自
解” ［１０］２８８；苏州府嘉定县收头 “有煎销炭银之

费” ［９］７６５，均说明头役负有倾销银锭之责。 征收之

外，税银的“官解”有时亦责于头役。 杭州府于嘉靖

以后“岁简里长之殷饶者主征解，名丁田收头” ［３５］ ；
温州府永嘉县“见役里长丁田居上者己佥收头，征
收各色料银起解” ［３６］ 。 明人张栋称浙江、南直隶等

处“如派定各区每名收银千两，则收完其责亦完，宜
也，何故必责之以管解所收之银，未经解尽，收头之

责终于未完” ［３７］ ，即说明头役征收田赋后其职责并

未完成，还要负责解运粮银。 祁彪佳亦称江南等处

“柜头既管收，而复管放、管解，于是在柜之银一日

不完，则在官之役一日不已” ［１０］４０８。 头役兼管收、

解两大环节，职责范围基本覆盖“官收官解”全过

程，成为州县赋税收解的实际控制力量。
其三，供应公费。 在明代州县衙门的日常运转

中，收头和柜头还须供应部分地方公费，“粮长废则

官府缓急难以措手，势不得不挪借各柜头” ［３８］ 。 如

万历时开封府考城县借“违点之罪”科罚收头“共计

一百余金” ［１８］２８９；松江府柜头“上司之供应，乡官

之交际，郡县之百费，皆取足焉” ［３９］２８。 青浦县官

员“挪移借支，动以千计” ［２９］１０２３，均要头役供应。
吕坤亦称州县“指称下程酒席，科派收头” ［２２］３４０。
头役逐渐承担起原本粮长、大户所负供应地方公费

之责，这是头役取代粮里部分职能的表现。
随着粮里制度渐衰，头役参与州县钱粮事务愈

多，权责愈重，“江南诸役，莫重于柜头” ［３９］２７，其中

利弊亦相伴而生。 催科包赔、倾锭解运的职能，使收

头和柜头成为税银官收官解过程中的主要执行人和

实际控制者，供应衙门公费则说明头役与胥吏、粮里

一般，已经成为基层社会难以忽视的一股力量，以至

于“民之畏之反出于县官之上” ［４０］ 。 然而头役职责

之繁重并非仅止于此，“凡摆柜、标封、印簿、领串，
事事皆柜头应供之役” ［１０］４０８，更有甚者，一名收头

兼收数区税银［８］３１８。 头役职权渐增，也为其包揽侵

渔创造了条件。 头役由权责简单的“监督人”发展

为职能多样的“管理者”，又演变为包揽税银、操纵

收解的“包税人”。 在此过程中头役作为官、民之间

的“中间人”，在减轻粮里书吏克扣侵害、简化赋税

收缴流程、保障国家正赋足额征收方面发挥了难以

替代的作用。 但与此同时，其不法者亦损公肥私，对
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影响。

三、头役佥派的影响

谚云：“衙门奸弊，八分粮地。” ［２２］４１８明代基层

社会的许多矛盾，与州县赋役征派不无关系。 随着

头役职权的不断扩大，制度行之日久，伴随而生的是

在田赋征解各个环节中出现的种种弊端，如在头役

佥点环节有棍徒包揽、放富差贫之弊；秤收登记银两

环节有墨帖私收、重秤多收之弊；簿籍登记环节有捏

多写少、篡改账目之弊；熔铸倾锭环节有剪边换锭之

弊等。 头役的影响包含国家和社会两个层面，其侵

吞银两，致使国家正额财赋不足，加额征收，在攫取

大量社会财富的同时，也加剧了社会矛盾。
１．对国家赋役征收的影响

一是棍徒包揽。 州县征收田赋时头役常借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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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便损公肥私，明末有“佥解皆苦役，而佥收则有时

而甘” ［７］５２７之说。 佥收之“甘”，在于贪墨国家赋额

而中饱私囊，因此有不法之徒会千方百计谋充收头

包揽钱粮。 若乡民小户一旦被佥点头役，则“骇胆

惊心，手忙足乱，且也秤收不谙，数目难稽，不得不多

用银钱包之积棍” ［１０］４０９，使得棍徒包揽更为普遍。
时人称“中伤收头之弊，最毒于包纳之人”。 “其弊

有匿名呈、有乘荒混报、有与柜书串同，纳时以十为

一，入数时以一为十” ［８］２９９－３００。 万历年间，两浙各

州县每遇派征钱粮之际，“积年棍徒多方谋为包揽，
一得收受，百计侵渔，趱前挪后，移新补旧，其弊有不

可胜言者”。 如绍兴府会稽县“分派钱粮各项零星，
奸民谋充收头恣意受侵”；诸暨县“诸暨之害收头为

最，钱粮之征名色极多，有等奸徒谋充收头侵用拖

延，害贻百姓” ［４１］ 。 苏州府吴县棍徒“包揽代收，盗
银花 费， 临 拆 脱 逃” ［８］３００。 头 役 “ 尅 纳 户 以 自

润” ［１９］１９２，以至于侵取官收税银成为惯常之事，
“恣为侵隐，惯得其利，但说本府仓粮，便作肥家之

想” ［４２］ 。 州县佥派头役看柜收银，本为保障田赋的

足额征收，但其侵吞反而阻碍税银按时完纳，造成严

重的逋赋积欠， “钱粮向取盈于收头而逋欠弥

多” ［１９］１９２。 如崇祯三年（１６３０ 年），顺天府柜头拖

欠银“一百一十九两七钱四分四厘八毫九丝五忽

零，亦孰非正供之金钱？” ［７］３６０类似棍徒谋充头役

而致拖欠税银，影响国家正赋足额完纳的例子不胜

枚举。
二是墨帖私收。 州县征收粮银的登记簿称为

“赤历”“官簿”或“红簿”，而不法头役私收粮银的

簿册因无官方加盖印信而被称为“墨帖”。 头役以

“墨帖私收” ［２８］５６２代替红簿官收，以致中饱肥己而

正额税银难以完纳。 头役还常用“私流水”替代“官
流水”欺瞒纳户进而侵吞税银，“收头多有私流水”，
“纳户得票，但见其上私流水即回，不知其未上官流

水也” ［２８］５７１。 万历六年（１５７８ 年），南直隶宿迁县

“印信赤历藏匿不给，花户由票惟凭柜头及管收条

鞭书手标写私单”，“致累贫户包赔” ［４３］ 。 官吏收受

贿赂后，常对头役私收之事不闻不问，如浙江建德县

知县何应明“向听库吏徐士恕串同柜头私收花户银

两” ［４４］ 。 此类头役以“墨帖”私收税银，又以“私流

水”欺瞒纳户，最终将所欠逋赋的负担再次转嫁于

民。 而州县官员与之上下串通，最终导致国家正赋

短缺且粮户深受赔累之害。
三是篡改账目、剪边换锭。 头役在州县田赋征

收中负责填注簿籍、勾销赤历，其借此机会收多写

少、收少写多，在账簿上大做文章。 隆庆元年（１５６７
年），绍兴府征收税银时“收头与吏胥交通，双印号

簿，两填收数，及至吊查，即抽换影射” ［１３］６１５。 万历

时，苏州府嘉定县头役有折白收头、均徭收头等名

目，“其名多端，则多置册籍，可以藏匿，可以长

奸” ［９］７４４。 崇祯年间，湖广辰州府民户纳银“每两

外有多纳一钱者，或七八分者，收头如数登簿，及临

折抹去零数” ［４５］２３９，并将此据为己有。 陕西泾阳县

头役收银“有原收数少者，却于流水簿并封袋捏写

数多者” ［４６］ 。 收头、柜头因熟悉税银收纳流程并负

责登记册籍，于是趁机篡改账目以损公肥私。
税银倾锭多由头役招募银匠为之，其中舞弊之

法有掺入杂质使银色不足，或银锭锤边暗自夹去毛

边等。 时称头役“巧弄手脚，剪边换锭，官未得十分

二，此辈先得其十分八也” ［４５］２３９。 粮户缴纳银两散

碎，需倾铸成锭方能解运。 因模具之故，倾销后的银

锭必有毛边，头役背地里将毛边“私地夹去，又锤边

使不见迹” ［２８］５６６，此种手段既掩人耳目，又得获私

利，却致使国家正赋亏损，纳户牵连受害。
２．对基层社会的影响

一是放富差贫。 州县佥派头役的原则是先佥大

户富民，然而赋役负担沉重，头役时有包赔之累，
“嘉靖间赋役横出，门户稍上，破产相寻” ［１４］４１４，富
户因此多方贿赂，逃避差役，官府遂常有“放富差

贫”之举。 如苏州府富户曾在山，本应佥点崇祯五

年收银柜头，但其惧柜头役重，不愿应役，于是托胥

吏方一龙、姚世义送给县官“银二百两，二吏得银一

百两，竟行批免，另点顾其邦顶认” ［１０］２８９。 四川大

邑县“官收粮不用柜头”，“及查盘官将至，方唤乡民

暂顶收头听查” ［３４］２７７。 富家勾结官吏，谋头役之

利，避头役之害，赋役多由贫民小户承担，因此家破

人亡者比比皆是。 时人葛麟称州县佥点头役时，
“奸胥作弊，放富差贫，有数十亩田而点一差者，又
不依排次，任意飞点，有一年而数差者，中人之产一

差即破，卖儿鬻女，困毙道途” ［１７］１９４。 嘉靖时南直

隶太仓州 “支应里长、收银柜头两役，当者辄破

家” ［１９］１７４，万历时嘉定县“长赋者例有收头，费颇

不訾，一充是役者无不破家” ［９］２４，江南之柜头“当
之者皆不过数十亩之家，彼仅仅温饱小民，所蓄有

几？ 故 数 十 金 之 费 与 他 役 之 千 百 者， 其 苦 则

同” ［１０］４０７－４０８。 可见，官府佥派头役时放富差贫，
加剧了明中后期的社会矛盾。

二是贻误营生。 头役一旦佥点，则须长期看柜

收银，不但花费繁多，而且贻误本身营生。 明中后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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赋税繁重，贫民小户难以一次性交足税银，因此州县

一般会在一年中分数次、数处进行催科交纳。 如吕

坤称田赋征收时“钱粮分为四季”“赋税分几处收柜

者，头绪多端，差役繁拥” ［２８］５５７。 头役整年守柜征

收，不能擅离，“收粮之时，不可使收头寸步擅离，以
致百姓等候” ［２８］５６６－４０８。 明中后期赋税繁重，贫民

小户难以一次性交足税银，因此州县一般会在一年

中分数次进行催科。 如吕坤称田赋征收时“钱粮分

为四季”，这导致了“官府整年追呼，百姓整年凑办，
收头整年守柜，里老整年串乡，误了多少营生，添了

多少扰乱”，严重干扰民户正常生产生活。 由于放

富差贫现象普遍，佥派的收头、柜头多为中产或小

户，长期守柜收银，使其无暇顾及本身生计。 吕坤曾

提出将催科限制在每年的“六、七、九、十”四个月之

内，“其余八个月尽放归农，民免挂八个月心，官省

受八个月劳，收头省坐八个月柜，里老十排户头省八

个月奔走之劳” ［２２］３３２－３３３。 头役长期看柜收银，不
得不雇佣人手帮忙，“收头之工食颇少，而一人常雇

二人，本身终年坐柜，及查盘问罪之费，吏书打点之

费” ［４７］ ，加重了充役者的经济负担。 此外，头役解

运粮银常有守候之苦，“库吏因而为奸，受贿多者首

先发解，否则有候至十年而不得完者，此收头之所以

称累也” ［３７］４７９５，苏州府“收头一役，在廉明之日每

千两仅费三十两而有余，在混昧之时甚至费百金而

不足，尚有罗织丧身之病” ［８］２８９。 影响到大批头役

家庭正常的社会经济生活。
三是重秤多收。 头役在征收税银时，有秤收银

两之责，因此常被官吏指使重秤多收。 万历十四年，
孙惟城称收头征收各项粮银时常有“偏累之害”，
“南京侯伯禄粮一两重压二钱，内官监白米三两重

压二两，解京金花一两重压五钱，甚至不才有司借岀

公费，而折色之收头累矣；南粮监兑需索于官旗，河
南席米把持于请托，临清等仓米麦积猾，常例不下数

十余种，加以碾晒、浪戾、亏折，而本色之收头累

矣” ［４８］ 。 江西九江府巡盐通判申如埙，“每分正银

四钱一分，令收头蔡文举、李应科加收银一钱二分，
共得银四百三十余两” ［４９］ 。 开封府许州襄城县知

县陈震，“条银额派二万余两，乃令收头李云梯等两

为秤收加二，而染指可耻” ［１８］２８９。 重庆府江津县知

县周礼嘉，额征万历四十七年税银三万五千两，“纵
收头私用大等科收，每两外加二钱，折剩银五千余两

入库，本官旋即收入” ［３４］６３。 胥吏与头役的工作关

系更 为 密 切， 如 松 江 府 的 柜 头 皆 “ 昔 日 之 库

役” ［３９］２８，因此佘自强称“收头重秤，皆库吏主之

也” ［２８］５２５。 纳户无权无势，纳银时“总听里役柜头

以为多寡，又何敢问焉” ［３１］２４６。 明末征收税银时惯

有“秤头银”之名，“虽曰禁革，而加二加三犹在，去
其名而存其实” ［３１］２４６，如湖广辰州府“收头每两浮

秤四五分，名为明加；所秤条银等较天平每两重至四

五分，名为暗加”。 “纳户纳银，每两外有多纳一钱

者，或七八分者，收头如数登簿，及临折抹去零

数” ［４５］２３９。 万历时冯琦称“官取之收头，收头取之

花户，加三加五贻累贫民” ［５０］２４６。 重秤多收现象直

接激化了官吏、头役与纳户之间的矛盾，小民难以完

纳钱粮而破产相寻。
此外，收头、柜头并非总是单向地侵害纳户，双

方的矛盾还表现在“纳户之嚣凌” ［１０］４０９。 大户富

民于城乡之间颇具权势，他们包揽小户税银，又将自

身成色不足的银两与之调换，收银头役“若执法不

收必至争斗，收头一身不能离柜，势不得上堂禀官，
势又不敌，只得含忍收之”。 大户又倚仗权势，在纳

银时缺斤短两，“纳四五钱以上者，以九分为一钱，
纳二三钱以下者，以八分为一钱”，种种此类，均要

头役包赔［８］３００。 因完纳赋税之故，纳户常与收银头

役争讼甚至斗殴。 万历末年，洛阳县民邓举因积逋

税银而被挂名催科，其“反怨柜头之开欠，而敢为诳

词过诬之” ［５１］ 。 樊玉冲为昆山县令时，“一收头裂

襟流血，呼号而进，称为顽户所殴” ［５２］ ，头役对基层

社会的影响可见一斑。
在“官收官解”的投柜、秤银、登记、倾锭、解运

等环节中，收头和柜头都是实际上的执行者和负责

人，因其各项职权，产生了贯穿于田赋征收整个流程

中的各种弊病。 州县官府对此未能实施有效监管，
官吏则与头役通同作弊，侵吞国课与民财，社会财富

被大量攫取而饱私人囊槖，国家“惟正之供”因而难

以足额征收，基层社会的安定与发展亦受到了一定

程度的阻滞。

四、头役的地位

１．州县田赋征收领域

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制度是赋

役变革中的关键内容，是国家赋役制度在社会发展

过程中不断调适的产物。 自一条鞭法施行后，州县

田赋逐渐由民收民解改为官收官解，这一变化主要

是为了减少赋税征收过程中粮长、里甲的欺侵贪墨，
收头与柜头逐渐取代粮里职能后，又成为州县田赋

征收的实际操控者和负责人。 州县官吏倚靠其熟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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册籍而能保障国课的足额征收，纳户小民依赖其包

揽钱粮而免于二次受到官府剥削。 因此，收头与柜

头也成为了赋役领域官与民之间的代理人，其对于

明中后期基层社会运行的重要意义不容忽视。 然而

正如明人赵世卿所言，“民收民解其弊在下，官收官

解其弊在上” ［５３］ ，一旦头役掌握了州县田赋征收的

实际操控权力，其侵害之弊便随之而来。 头役职权

逐渐扩展，几乎覆盖税银“官收官解”的全过程，其
在投柜、秤银、登记、倾锭、解运等各个环节中的弊端

亦相伴而生。 虽然头役收掌税银的实际进程中奸弊

丛生，但对于当时的社会环境而言，佥派头役参与州

县田赋征收的制度设计不失其进步性。 这是因为，
其时行之已久的粮长制度逐渐衰落，州县粮银的民

收民解更是腐败不堪。 梁方仲先生指出，明代一条

鞭法并不要求去改正一向以来的赋役不平均，而只

要求从现在起赋役的状况不要更坏下去［１６］ 。 头役

佥派的设计初衷亦是如此，而其施行之初也确实在

一定程度上减轻了粮长、里甲对完纳钱粮的侵吞，保
障了国家正赋的按时足额征收。 但从长期影响来

看，头役欺侵对国家与基层社会的不良作用并不比

粮长贪墨更轻。 然而，这也是任何制度实施都无法

避免的利益惯性，也就是明人常说的“法久弊生”。
当粮长制度不适合明代中后期田赋征收的现实时，
佥派头役包揽收掌税银遂成为更行之有效的措施，
然其法行之日久，又会产生大量奸弊，这就又需要新

的措施予以更正。 总之，明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中

的头役佥派虽弊端不断，却仍在条鞭法改革税银

“官收官解”的进程中发挥了一定作用。
从另一方面看，从明代产生的歇家包揽钱粮，到

清中后期书差包征田赋的变化过程，反映了各项制

度实施过程中，当弊端出现时，其解决办法往往是自

下而上进行的。 即民间先出现某种解决方式，官府

认可其效果后，逐渐将之推广并加以制度化。 如明

代州县田赋征收中，最初出现的歇家包揽钱粮，是民

间自发产生的，到清代，由柜书、里书和粮差负责的

书差包征［２］３７１，就是较为官方化的手段。 而明中后

期出现的收头与柜头，由看柜收银到包揽税银的变

化，正处在上述发展过程之中，具有一定程度的过渡

意义。 首先，头役是由民户佥充的，其收银过程中的

包揽具有民间自发处理弊端的意义，而其又是官收

官解的组成部分，差役性质类似于官方默认但又工

食短少的“白役”。 其次，头役佥派模式的存在，不
但为歇家等代理人或中间机构提供了包揽途径，也
为清代书差包征的施行做出了制度和习俗两方面的

准备。 制度层面，头役包揽纳户粮银逐渐为官府所

认可，而更具官方性质的柜书、里书、粮差等人包征

钱粮，就更容易被官府作为一项制度在清代被确定

下来；习俗层面，民户缴纳赋税已习惯被包揽，无论

歇家、头役或书差，实际都是代理人或中间组织性

质，相比于官府的苛敛，由他们代纳粮银可以省去不

必要的花费和麻烦，因而入清以后民众更容易接受

书差的包征田赋。 最后，无论歇家揽纳钱粮还是书

差的包征，实际都是里甲制度衰落之后，州县政府通

过代理人组织加强对乡村控制的方式，而头役收掌

税银处于这一过程中，亦在一定程度上起到将乡村

财赋向城市集中的作用。 由此我们说，明中后期田

赋征收中的头役佥派在明清赋役制度变革中具有承

前启后的意义，亦不为过。
２．基层社会领域

前文已经指出，在明代基层赋役征派环节中存

在各种拥有不同功能的“头役”，除了本文讨论的收

头、柜头之外，还有马头、匠头、硐头、绢头、行头、鼓
乐头等，他们均是民间某项职役的管领者或带头人。
据王毓铨先生不完全统计，明代不同的户役种类已

达 ８０ 余种，其范围覆盖基层社会的各个层面［５４］ 。
随着研究的推进，新的户役种类正被学界不断发现，
然而头役研究较少被关注。 每种徭役均需要实际工

作中的管领者和负责人，即意味着每种户役均对应

一种头役。 如此看来，明代头役概念的覆盖范围不

可谓不广，群体数量不可谓不大。 这些功能各异的

头役事实上承担着各类徭役的主要责任，他们上承

统辖官吏之命，下参应役人群之劳，或参与实际事

务，或负担部分费用，是基层差役的实际责任人。 国

家“惟正之供”的足额征收，钱粮物料的及时征派，
驿传、马政的基本运转，营造事业的顺利进行，以至

于州县衙门的日常事务等，都需要头役的深度参与。
因此，头役在明代基层社会的运作中拥有不容忽视

的地位。
头役是与书吏、歇家等相类的官民之间阶层。

作为一种“代理人”或管领者，头役很大程度上掌握

着赋役征派、商业活动、社会运行中某一环节的真实

权力。 在基层社会中，他们的作用和影响有时甚至

大于高居庙堂的官员，如江南诸州头役“民之畏之

反出于县官之上”。 官府需要依靠头役们去达到行

政目的，通过他们将行政命令传输到坊市乡间，并得

到落实，各项差役均需要依赖头役的实际组织执行

才能完成。 当然，头役也常在这些领域进行包揽活

动。 但认为头役的包揽活动损公肥私、蠹国害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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观点仅是士大夫阶层的一家之言，而实际上在当时

的社会环境之下，若无头役的包揽，许多行政任务根

本无法达成。 因此，各类头役的包揽行为成为基层

州县官府达成行政目的、进行基层控制的一种有效

手段。 在手工业经营中，头役虽存在包揽、把持行

为，如丝织业中的绢头和矿产业中的硐头，但其管领

职能是各类手工行业得以发展的保障。 因为头役掌

握着资本、资源、经验、技术等手工业赖以发展的要

素，所以官私手工业的长足发展离不开头役的贡献。
再者，在头役的包揽经营中，某些领域和行业完成了

早期资本积累，有些头役之家发展成为有能力垄断

行业的商人集团，这为推动商品经济的发展营造了

环境、制造了动力，是明清之际国家经济运行过程中

市场化、商品化水平得以提高的关键因素。
近年来，“谁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问题

广泛为社会经济史研究者所关注。 为此，范金民、高
寿仙、仲伟民、胡铁球等学者围绕士绅、书吏、宗族、
歇家等群体进行过广泛深入的探讨和辨析⑩，但至

今尚无定论。 在笔者看来，明清基层社会中的书吏、
士绅、宗族、歇家、头役等众多群体共同构成了一张

多元交织、关系复杂的力量网，共同推动着明清社会

的发展进程。 而“头役”为继续讨论该问题提供了

一个新的视角，通过研究基层社会中行行色色的头

役，考察其源流、种类、职能、应役方式、社会影响、史
籍中的形象等内容，探讨州县赋役征派的程序性变

化和运作实态、商业社会发展和基层文化转向等社

会变迁问题，是一条鲜为学界关注的新线索。 头役

从“赋”与“役”两方面如何对国家财政运作和基层

社会控制产生利弊影响，是深入挖掘明代制度史和

社会经济史的又一切入点。
总之，头役研究应该在全社会范围内通过各类

头役视角观察明清国家的制度演变和社会变迁，又
在制度与社会变动的大背景下探讨头役的角色变化

和社会活动，避免陷入史籍中惯常所见的“头役为

害论”困境，并能够在制度和社会的双重视野下还

原更为真实鲜活的头役形象。 然而明代头役种类繁

多、资料分散，研究具有一定难度，有待在今后研究

中不断深入。

结　 语

虽然彭泽益早在 ２０ 世纪 ６０ 年代就注意到了明

代官营织造中的“绢头” ［５５］ ，高寿仙也在对比研究

宋代“团行”和明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时对“行

头”做出过讨论［５６］ ，日本学者伍跃曾探讨过御用监

“庄头”之役［５７］ ，这些研究成果均涉及不同社会领

域中的头役，但相比较于明代中后期州县田赋征收

领域丰富的研究成果而言，头役研究却仍鲜少为人

所关注。 仔细阅读史料可知，头役在税银收解的各

个环节都扮演着重要角色，可以说是基层赋役运作

中的实际参与者和一定环节的重要影响力量。 头役

原则上佥派大户，却因其畏难脱役出现了普遍的

“放富差贫”现象，最终又将重役负担转嫁至贫民小

户身上。 同时，官府的肆意佥点和充役后的钻营谋

利，又为这一群体的无赖化埋下祸根。 由于科举读

书出身的州县正堂多不谙钱粮之事，难免出现书吏

串通作弊、上下其手，致使头役的权责不断扩大，从
最基本的监督投柜、验收银两，到拥有催科、倾锭、解
运，甚至包征包赔等复杂功能，几乎覆盖了税银“官
收官解”的全过程。 国家为了“惟正之供”的原额征

解，出现不同程度的倚靠头役完成的现象，致使其由

权责简单的“监督人”发展为职能多样的“管理者”，
又演变为包揽税银、操纵收解的“包税人”。 可以

说，在明代州县田赋征收的过程当中，头役作为官、
民之间的“中间人”，在减轻粮里书吏克扣侵害、简
化赋税收缴流程、保障国家正赋足额征收方面发挥

了难以替代的作用。 与此同时，其中不法者亦损公

肥私，对国家财政和基层社会都产生了不容忽视的

影响。 收头、柜头的佥派是州县田赋征收的各个环

节不断调适的结果，在明清赋役制度变革中具有承

前启后的意义，而对于明代头役的整体研究，则是探

讨赋役征派运行实态和基层社会支配力量实际情况

的新视角。

注释

①万历《绍兴府志》载：“一条鞭之设原以革去收头包揽为主”，可见

头役包揽税银之事相当常见（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志二·

赋下》，《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００ 册，齐鲁书社，１９９６ 年版，
第 ６１８ 页）。 ②据隆庆《赵州志》载：“洪武初赵属北平一省，立有驿

传，定编头役，征收站银。”（隆庆《赵州志》卷三《田赋·站银》，《天
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 第 ６ 册，上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３ 年版，第 １３４

页。）③收头也是一种泛称，并非特指收掌钱粮的大户，其他如商税、
矿税、匠班银等各类款项的收掌者都可以称之为收头。 本文只讨论

州县田赋征收中的收头。 ④应当注意的是，这里所指的大户、富民，

是指那些不能享受差役优免特权的殷实民户。 刘志伟指出“所谓

‘富者’，只是指那些既无优免特权，又无计逃脱赋役负担的地主。

至于那些缙绅大户，享有优免差役的特权，自然高枕无忧” （刘志伟：
《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中山大学出版

社，１９９７ 年版，第 １７１ 页）。 ⑤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第 ２８９ 页。
胡铁球引明末文德翼《均徭役议》：“特设一空役，名空役者无所役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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空之云尔。 空役之下，或兑军或贴白或收头，为名不一。 兑军者，漕
兑也……收头者，管柜者也”（光绪《嘉兴县志》卷三十二《艺文二》，
《中国地方志集成·浙江府县志辑》第 １５ 册，江苏古籍出版社影印

本，１９９１ 年，第 ７６２ 页）。 此说法似乎仅是特殊情况，胡认为州县征

收钱粮多被歇家包揽，是以收头渐成“空役”。 然而本文大量材料证

明收头乃是“实役”，在征收税银过程中要亲身服役并负责许多具体

的工作，不能据此断定收头是“空役”。 ⑥万历《青浦县志》卷三《役
法》，“四柜收头，事主收受修编银两”，《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１
册，中国书店，２００７ 年版，第 １０２２ 页；万历《绍兴府志》卷十五《田赋

志二·赋下》，“佥为柜头四名，各管一季”，《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

部》第 ２００ 册，第 ６２１ 页。 ⑦陈仁锡：《无梦园初集》劳集一《开河修

塘》，“吴县守柜六名”，《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８２ 册，第 ３００ 页；同治

《徐州府志》卷二十一下《宦绩传·何东凤》，“点选殷实守法者六

人”，《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６１ 册，第 ６０７ 页。 ⑧《明
神宗实录》卷五七六，万历四十六年十一月丁亥，“河东一路州县二

门外，俱设有收头房八间”，中华书局，２０１６ 年影印本，第 １０８９１ 页。
⑨陈龙正：《几亭外书》卷三《家载·治句遗迹序·革条编收头十》，
“原点收头一十七名使用守候……公尽革之。 立八柜，就见年粮长

中挨次轮八名直管”，《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１３３ 册，第 ３１０ 页。 ⑩参

见仲伟民《在历史小碎片中发现大历史———兼评〈明清歇家研究〉的
学术贡献》，《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５ 月 ２２ 日；高寿仙《准确把握历史的

细节和碎片———也以明清歇家为例》，《光明日报》 ２０１７ 年 ７ 月 ２６
日；胡铁球《在史料体系中理解历史中的细节与“碎片”———对〈明清

歇家研究〉评论的回应》，《光明日报》２０１７ 年 ８ 月 ２５ 日；范金民《谁
是明清基层社会的支配力量———兼评〈明清歇家研究〉》，《光明日

报》２０１７ 年 ９ 月 ２５ 日。

参考文献

［１］胡铁球．明清歇家研究［Ｍ］．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１５：４．
［２］周健．维正之供：清代田赋与国家财政（１７３０—１９１１）［Ｍ］．北京：

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２０２０．
［３］刘志伟．在国家与社会之间：明清广东里甲赋役制度研究［Ｍ］．广

州：中山大学出版社，１９９７：１７１．
［４］侯鹏．明清浙江赋役里甲制度研究［ Ｄ］．上海：华东师范大学，

２０１１．
［５］唐文基．明代赋役制度史［Ｍ］．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９１：

２４４．
［６］赵南星．赵忠毅公诗文集［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６８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７２１．
［７］毕自严．度支奏议［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９０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８］陈仁锡．无梦园初集［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８２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９］万历嘉定县志［Ｍ］ ／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０８ 册．济南：

齐鲁书社，１９９６．
［１０］祁彪佳．宜焚全稿［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９２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１］余缙．大观堂文集［Ｍ］ ／ ／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９ 辑第 １６ 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９０．
［１２］张廷玉．明史［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７４：１９０６．
［１３］万历绍兴府志［Ｍ］ ／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００ 册．济

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
［１４］顾炎武．天下郡国利病书［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５９６ 册．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５］嘉靖洪雅县志［Ｍ］ ／ ／ 天一阁藏明代方志选刊：第 ６６ 册．上海：上

海古籍书店，１９６３：７９．
［１６］梁方仲．明代赋役制度［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０８．
［１７］葛麟．葛中翰遗集［Ｍ］ ／ ／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７ 辑第 １６ 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８８．
［１８］周孔教．周中丞疏稿［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８１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１９］嘉庆直隶太仓州志［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６９７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７４．
［２０］刘鸿训．四素山房集［Ｍ］ ／ ／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６ 辑第 ２１ 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６６５．
［２１］汪应蛟．抚畿奏疏［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８０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１１．
［２２］吕坤．实政录［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７５３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２．
［２３］万历安丘县志［Ｍ］ ／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史部：第 ２００ 册．济

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２５１．
［２４］吕坤．去伪斋文集［Ｍ］ ／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６１ 册．

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９４．
［２５］张萱．西园闻见录［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１６９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２６］焦竑．国朝献征录［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５３０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２９．
［２７］明神宗实录［Ｍ］．北京：中华书局，２０１６：４３４３．
［２８］佘自强．治谱［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７５３ 册．上海：上海古籍出

版社，２００２：５６６．
［２９］万历青浦县志［Ｍ］ ／ ／ 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１ 册．北京：中国

书店，２００７．
［３０］陈龙正．几亭外书［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１３３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１０．
［３１］毕自严．度支奏议［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８５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４６－２４７．
［３２］鹿善继．鹿忠节公集［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３７３ 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２７３．
［３３］郑二阳．郑中丞公益楼集［Ｍ］ ／ ／ 四库未收书辑刊：第 ６ 辑第 ２２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６８５．
［３４］朱燮元．督蜀疏草［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９１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３５］万历杭州府志［Ｍ］ ／ ／ 明代方志选：第 ４ 册．台北：台湾学生书局，

１９６５：５８５．
［３６］嘉靖永嘉县志［Ｍ］ ／ ／ 稀见中国地方志汇刊：第 １８ 册．北京：中国

书店，１９９２：５７０．
［３７］陈子龙．明经世文编［Ｍ］．北京：中华书局，１９６２：４７９５．
［３８］丁元荐．西山日记［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１１７２ 册．上海：上海

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３７０－３７１．
［３９］赵用贤．松石斋集［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４１ 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
［４０］史鉴．西村集［Ｍ］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２５９ 册．台北：台

湾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７８８．
［４１］万历会稽县志［Ｍ］ ／ ／ 中国地方志集成·善本方志辑：第一编第

５６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５８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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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４２］万表．皇明经济文录［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１９ 册．北
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６８．

［４３］同治徐州府志［Ｍ］ ／ ／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６１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６０７．

［４４］张国维．抚吴疏草·劾何令疏［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３９ 册．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７８．

［４５］毕自严．度支奏议［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８８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
［４６］孙传庭．白谷集［Ｍ］ ／ ／ 景印文渊阁四库全书：第 １２９６ 册．台北：

商务印书馆，１９８６：２０５．
［４７］吕坤．去伪斋文集［Ｍ］ ／ ／ 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 １６１ 册．

济南：齐鲁书社，１９９６：９４．
［４８］朱吾弼．皇明留台奏议［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６７ 册．上海：上

海古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５５６－５５７．
［４９］房可壮．房海客侍御疏［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史部：第 ３８ 册．

北京：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５７４．
［５０］冯琦．宗伯集［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１５ 册．北京：北

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３４７．
［５１］文翔凤．皇极篇［Ｍ］ ／ ／ 四库禁毁书丛刊·集部：第 ４９ 册．北京：

北京出版社，１９９８：６０２．
［５２］同治苏州府志［Ｍ］ ／ ／ 中国地方志集成·江苏府县志辑：第 １０

册．南京：凤凰出版社，２０１４：７３６．
［５３］赵世卿．司农奏议［Ｍ］ ／ ／ 续修四库全书：第 ４８０ 册．上海：上海古

籍出版社，２００２：１３７．
［５４］王毓铨．明朝的配户当差制［Ｊ］ ．中国史研究，１９９１（１）：２４－４３．
［５５］彭泽益．从明代官营织造的经营方式看江南丝织业生产的性质

［Ｊ］ ．历史研究，１９６３（２）：３３－５６．
［５６］高寿仙．“行业组织”抑或“服役名册”？ ———宋代“团行”和明

代“铺行”的性质与功能［Ｊ］ ．北京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２０１１（６）：６１－７２．

［５７］伍跃．《宝坻政书》所见明后期华北的地方行政［ Ｊ］ ．史学集刊，
２０１８（２）：１６－３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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